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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位一体视角下三峡库区耕地资源内外转换轨迹和特征
———以江津区为例

文可可1,张仕超1,2,薛秀峰1

(1.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,重庆401331;2.三峡库区地表过程与环境遥感重庆市重点实验室,重庆401331)

摘 要:耕地资源约束趋紧下,区域发展和多维消费需求取决于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,揭示变化耕地

的转换轨迹及“数、质、生”特征是确保耕地得到有效三位保护的前提,也是未来耕地保护的施策重点。基于2009—

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和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成果,采用土地利用转换矩阵和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等方法,从耕地内部和

外部变化两个方向切入,找出不同时段耕地内外转换的轨迹,解析转换水旱地的“三位”特征,探究了转换耕地的时空

变化规律。结果表明:(1)耕地转换以外部转换为主,2009—2012年、2012—2015年、2015—2018年3个阶段均有发

生,主要转换类型为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间的互转,内部转换仅发生在2015—2018年,旱地转水田和水田转旱地数量

基本相当。(2)转换耕地质量总体偏高,其中转出旱地主要在10—11等,转出水田主要在8等,而转入旱地以8—12
等为主,转入水田以8—9等为主。(3)转换耕地主要分布在低和较高生态风险区,其中旱地转出转入与水田转出均

主要发生在低生态风险区,而水田转入主要发生在较高生态风险区。由此可见近10年来耕地转换轨迹从单一外部转

换向内外部多元地类转换,同时水田与旱地互转存在显著的阶段性,且低生态风险中高质量的耕地更易被转换。

关键词:耕地;三位一体;土地利用;景观生态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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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jectoriesandCharacteristicsofInternalandExternal
TransformationofCultivatedLandResourcesintheThree
GorgesReservoirAreafromthePerspectiveoftheTrinity

-TakingJiangjinDistrictasanExample

WENKeke1,ZHANGShichao1,2,XUEXiufeng1

(1.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,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,Chongqing401331,China;2.KeyLaboratory
ofSurfaceProcessandEnvironmentRemoteSensingintheThreeGeorgesReservoirArea,Chongqing401331,China)

Abstract:Underthetighteningconstraintsoncultivatedlandresources,regionaldevelopmentandmulti-
dimensionalconsumptiondemanddependonthe‘trinity’protectionofquantity,qualityandecologyofculti-
vatedlandquantity.Revealingthetransformationtrajectoryandmorphogeneticcharacteristicsofthechanged
cultivatedlandisthepremisetoensurethetrinityprotectionofcultivatedlandeffectively,anditisalsothe
focusofpolicyimplementationforfuturecultivatedlandprotection.Basedonthelandusedataandcultivated
landqualitygradeevaluationresultsfrom2009to2018,weusedmethodssuchaslanduseconversionmatrix
andlandscapeecologicalriskindextocutinfromtheinternalandexternalchangesofcultivatedlandtofind
outthetrajectoryofinternalandexternalconversionofcultivatedlandindifferentperiods,toanalyzethe
‘trinity’characteristicsoftheconversionofpaddyfieldsanddrylands,andtoexplorethetemporaland
spatialvariationoftheconversionofcultivatedland.Theresultsshowthat:(1)theconversionofcultivated



landtoexternalconversionasthemainpracticein2009—2012,2012—2015,2015—2018threestages
occurred,themainconversiontypewasthetransferbetweenarablelandandurbanandruralconstruction
land;theinternalconversiononlyoccurredin2015—2018,andthenumberofdrylandstopaddyfieldsand
paddyfieldstodrylandswasbasicallyequal;(2)thequalityoftheconvertedcultivatedlandwasgenerally
high,amongwhichthedrylandwasmainlygrade10—11,thepaddyfieldwasmainlygrade8,thedryland
wasmainlygrade8—12,andthepaddyfieldwasmainlygrade8—9;(3)convertedcultivatedlandmainly
distributedinlowandhighecologicalriskareas,amongwhichdrylandstransferoutandpaddyfieldstransfer
outmainlyoccurredinlowecologicalriskareas,whilepaddyfieldstransfermainlyoccurredinhighecologicalrisk
areas.Theconversiontrajectoryofcultivatedlandhadchangedfromasingleexternalconversiontoaninter-
nalandexternalmultiplelandtypeconversioninthepast10years.Atthesametime,thereweresignificant
stagesinthemutualconversionofpaddyfieldsanddrylands,andhigh-qualitycultivatedlandwithlow
ecologicalriskwasmorelikelytobeconverted.
Keywords:cultivatedland;trinity;landuse;landscapeecologicalrisk

  耕地不仅承载着粮食生产的基本功能,还有水土

涵养、气候调节、农耕景观等生态功能,更是山、水、
林、田、湖、草、沙生命共同体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

部分[1]。当前耕地保护面临重大形势,在气候变化与

新冠疫情叠加影响之下,创新推动耕地保护发展显

得更加重要。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这一新的

耕地保护理念提出,意味着耕地资源研究在强调数

量变化的同时也需重视质量和生态的变化。即“三位

一体”保护至少包括了耕地数量保护、质量保护和生

态保护3个层面,耕地数量保护是耕地质量保护的前

提,耕地质量保护是耕地数量保护的保障,耕地生态

保护是耕地数量、质量保护的基础。耕地保护实质是

数量质量生态协同。与此同时,耕地具有分区域、分
类型和分结构的差异,在寻求耕地保护路径的过程

中,不仅要重视耕地外部转换即耕地与其他地类,如
林地、未利用地、城乡建设用地、草地、水域之间的转

换,也应看到耕地内部转换即水田与旱地间的相互

转换,重视内外耕地的数量增加,质量提升和生态管

护。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坚决制止耕地

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,提出监督耕地转为建设用地,
即“非农化”,监督耕地变为林地、园地、草地及农业设

施建设用地等,即“非粮化”,这一新政策的提出旨在

更有效地加强耕地保护,严守耕地红线,因此研究耕

地资源内外转换的轨迹及特征可以进一步推动耕地

保护创新发展。
近年来,国内外学者对耕地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

在耕地的空间分布[2-3]、数质变化[4-5]、保护补偿机

制[6-7]的探索,与国内不同的是国外耕地保护更注重

景观生态功能并且国外大多以私人的农地保护协会

为主体进行耕地保护,不受政府支配与农户保护标准

的限制[8],因其人少地多且土地大多为私人农地的特

殊性,保护田园村落的风景风光及生态环境成为其耕

地保护的重要目标,Azadi[9]提出建立耕地检测系统;

Seaman等[10]认为探讨私人土地间的保护对耕地保

护的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;Zare等[11]则对农户的耕

地保护认知意愿及行为因素建模预测。国内研究从

全国[12]、省[13]、市县等[14]不同尺度通过空间计量回

归分析[15]、情景模拟[16]、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分析

等[17]方法研究耕地变化;梁鑫源等[18]将城镇化率、
农业人口密度等人文因素引入驱动因子探索三峡库

区规模农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;祖健等[19]

总结近10年来耕地保护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问题,
提出分区分级的保护机制。

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作为度量和评估生态环境及

其质量演化的一种重要手段[20],能从自然和生态两

个方向选取评价的指标作为因子,在适宜尺度下构建

最适合的评价模型,从而通过定量评估的方式了解在

人为与自然双重因素的影响下景观格局和生态间的

负面影响产生的可能与损失,近年来众多学者对景观

生态风险评价工作有了许多进展[21-22]。于婧等[23]通

过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对山水资源型城市景观生态风

险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

生态保护对策;王杰云等[24]通过对袁州区景观生态

风险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,揭示了城镇扩张和生态

风险之间的耦合联系。
可见,现有研究未凸显分类型(水田旱地)、分结构

(质量等级)耕地的差异性,主要关注耕地本身变化,侧
重耕地资源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互转(外部转换)强
调耕地资源外部转换格局机理与数质特征,而很少关注

耕地内部变化,内部转换格局机理与数质生特征研究更

少,极少提及水田与旱地的互转(内部转换)。
三峡库区大多为贫困山区,立地条件差,人多地少,

三峡工程蓄水后,低海拔区耕地淹没,高海拔区耕地部

分被建设用地占用,耕地总量减少,但承载人口增多,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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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矛盾尖锐导致三峡库区耕地“三位”一体保护压力大,
耕地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一旦遭到破坏不仅

自身生态功能大大降低和退化,三峡库区乃至长江流域

都会受到剧烈影响,因此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,加
强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”一体保护势在必行。因此以

江津区为研究区,基于2009年、2012年、2015年、2018年

4期土地利用数据和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成果,采用土地

利用转换矩阵和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等方法,从耕地内

部和外部变化两个方向切入,找出不同时段耕地内外

转换的轨迹,解析转出转入水旱地的数量、质量和生

态特征,探究转换耕地的时空变化规律。

1 研究区概况

江津区(28°28'—29°28'N,105°49'—106°38'E)
位于重庆西南部,面积3217.80km2,共辖27个乡镇

(街道),地势呈南高北低,长江横贯东西。地形以丘

陵兼低中山为主,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,气候温

和且四季分明,降雨量充沛。土壤类型有水稻土、冲
积土、紫色土和黄壤土,富硒资源充足,主要作物包括

玉米、水稻、花椒、柑橘。2019年区内农村人口77.05
万人,占全区总人口的51%;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

配收入18248元,增长9.3%;全年农业总产值103.7
亿元,增长7.7%,总量居全市第一,农林牧渔增加值

1821万元,增长4.8%,现已成为重庆市城乡统筹发

的示范基地,并获得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、统筹城

乡集中示范区,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2466.67hm2,全区

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有量分别为1.142×105hm2,

8.66×104hm2。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水域、旱地、
水田和其他地类(图1)。其中,其他地类涉及城乡建

设用地、林地、草地、未利用地。

图1 江津区土地利用类型

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

2.1 数据来源

本次研究主要涉及数据包括江津区土地利用现

状数据、耕地质量等级评估数据、社会经济统计资料。
其中江津区2009年、2012年、2015年、2018年土地

利用现状数据和质量等级评估数据来自重庆市江津

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;江津区SRTM90mDigital
ElevationData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(http:∥
www.ngcc.cn/ngcc/);经济统计资料来源于2010—

2021年江津区统计年鉴。

2.2 研究方法

2.2.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为了更准确地揭示土地

利用动态变化的方向过程,土地利用需定量地分析不

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数量和比率。转移

矩阵(Landuseconversionmatrix,LUCM)将土地利

用变化类型的转移面积按矩阵或表格的形式列出,它
既可以反映研究期初、研究期末的土地利用类型结

构,同时还反映研究时段内各地类的转移变化情况,
以掌握研究期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出去向与来源

构成[23]。目前,转移矩阵广泛采用二维矩阵的形

式[24],其数学形式见公式(1)。

Sij=

S11 S12 S13 … S1n

S21 S22 S23 … S2n

S31 S32 S33 … S3n

︙ ︙ ︙ ︙ ︙

Sn1 Sn2 Sn3 … Snn

(1)

式中:S 为面积;n 为土地利用类型数;i,j 分别为研

究期初与研究期末的土地利用类型。

2.2.2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构建 已有研究结果表

明[25-26],土地利用变化能够直接反映区域中各种潜在

的生态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,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及

利用类型的转变将会直接影响区域生态风险的强度,
因此,在缺少长时间序列生态监测数据的情况下,从
土地利用变化及景观格局特征角度构建生态风险指

数能够有效反映区域生态状况及空间分异情况[27]。
为此,借鉴前人研究,根据景观平均斑块面积大小和

研究区面积构建渔网,采用等间距网格采样法,将单

位网格作为风险指数评价的样本单元,计算每一个网

格中的生态风险指数值,从而对研究区进行土地利用

生态风险评价,最后利用克里斯金插值得到研究区整

体生态风险水平[28]。本文依据景观干扰度、景观脆

弱度、景观损失度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(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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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,公式如下[28]:

ERIi=∑
N

i=1

Aki

Ak
Ri (2)

式中:ERIi为第i个样本的生态风险指数;Aki为第k
个样本区内景观类型i的面积;Ak为第k个样本的面

积;Ri为景观损失度指数。
表1 景观格局指数相关公式与解释

指数 相关公式与解释

景观优势度指数(Di) Di=
Qi+Mi

4 +
Li

2
,景观结构中一种或几种景观组分对景观的影响重要程度

景观破碎度指数(Ci)
Ci=

Ni

Ai
,反映了景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景观的干扰程度,值越低

表明景观内部异质性高

景观分离度指数(Ni)
Ni=Li·

A
Ai
,Li=

1
2

ni

A
,指某一景观类型中不同斑块数个体分布的分离度,值越大斑块分散

度就越高

景观干扰度指数(Si)
Si=aCi+bNi+cDi,用来表示区域生态受到人类行为干扰活动的程度,Ci为景观破碎度指数,

Ni 为景观分离度指数;Di 为景观优势度指数,根据前人研究成果,分别赋予a=0.6,b=0.3,c=

0.1的权重[27]

景观脆弱度指数(Fi)

表示生态系统是否容易受到外界干扰指数,值越高越容易受到干扰即脆弱性强。本文经过归一

化处理对6种景观类型脆弱度指数赋值为未利用地6,水域5,耕地4,草地3,林地2,建设用地

1,得到景观脆弱度指数Fi
[27]

景观损失度指数(Ri) Ri=Si·Fi,表示不同景观类型在受到外界(自然、人为)干扰时自身产生的损失度

注:Qi=斑块i出现的样方数/总样方数;Mi=i的斑块数目/总斑块数;Li=i斑块的面积/总样方面积;ni=不同景观类型下i的斑块数;Ai=不

同景观类型i的总面积;A=总景观面积。

3 结果与分析

3.1 耕地内外转换的轨迹

提取耕地内外转换图斑,并借助 ArcGIS10.2,
利用空间分析法,获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,计算不同

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时期内的增减率及转换贡献率,
识别内外转换主要类型即耕地内部水旱地间的相互

转换与耕地外部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转换,揭示

内外转换轨迹,结果显示:(1)外部转换而言,耕地与

城乡建设用地间的相互转换为主要转换类型贯穿3
个不同时段,且该类型转换面积也在随着时间的增长

而增长,其次为耕地与林地间的转换该类型仅存在于

2015—2018年时段(图2)。(2)内部转换最早发生

在2015—2018年时段,为同时段内外转换类型中占

比最多(图2)。(3)在2009—2012年、2012—2015
年、2015—2018年3个时段中转换类型数量随着时

间的增长而递增,转换类型呈现多样化。(4)空间分

布上,外部转换中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2009—2012
年时段主要分布在德感街道办事处、双福街道办事

处、珞璜镇,2012—2015年主要分布在支坪街道办事

处、珞璜 镇、德 感 街 道 办 事 处、双 福 街 道 办 事 处,
2015—2018年全区皆有分布,转换发生地点由经济

欠发达地区转为全区分布;内部转换除南部四面山镇

少量分布外,全区皆有分布(图3—4)。
3.2 转换耕地的数量特征

提取耕地内外转换图斑,并借助ArcGIS10.2,利用

空间分析法,获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,计算不同土地

利用类型在不同时期内的增减率及转换贡献率,识别内

外转换主要类型,揭示内外转换轨迹,结果显示:(1)近

年来耕地内外转换均存在,耕地外部转换在2009—2012
年、2012—2015年、2015—2018年3个阶段均有发生,但
耕地内部转换集中发生在2015—2018年。(图3—4)。
(2)耕地外部转换而言,转为旱地的地类主要涉及城

乡建设用地、林地、水域、草地、未利用地。转为水田

的地类也涉及城乡建设用地、林地、水域、草地、未
利用地,其他地类对水田贡献率在2009—2015年时段均

为0%,2015—2018年地贡献率依次为34.33%,39.40%,
23.92%,12.43%,9.29%。从去向来看,转出旱地和转出

水田在2009—2012年和2012—2015年主要转为城乡建

设用地,而在2015—2018年,转出旱地和转出水田不

仅涉及城乡建设用地,还涉及林地、水域、草地、未利

用地,转换类型呈多样化,但主要类型为旱转林(占旱

地外部转换的61.68%)、其次旱转建设用地(占旱地

外部转换的30.10%),水转林(占水田外部转换的

59.44%)、水转建设用地(占水田外部转换的33.59%)
(图2)。(3)耕地内部转换而言,水田转旱地和旱地转

水田均主要发生在2015—2018年,分别占总转出的

35.21%%,36.68%,其中水转旱对转入旱地的贡献率

占38.95%,旱转水对转入水田的贡献率分别为37.65%,

37.74%(图2)。(4)外部转换中主导转换类型———水

旱地→城乡建设用地在3个时段分布显著,其中在

2009—2012年主要分布在德感街道办事处、双福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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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办事处、珞璜镇,2012—2015年主要分布在支坪街道

办事处、珞璜镇、德感街道办事处、双福街道办事处,
2015—2018年全区皆有分布,转换发生地点由经济欠

发达地区转为全区分布(图3—4)。

图2 2009-2018年江津区耕地内外部土地利用类型转换轨迹

图3 2009-2018年旱地内外转换空间分布(分时段)

图4 2009-2018年水田内外转换空间分布(分时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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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转换耕地的质量特征

基于耕地质量等级评估数据,借助ArcGIS10.2
获得利用等别下耕地内外转换的表格数据,识别转换

耕地的质量等别(表2—4)。
(1)耕地外部转换而言。① 旱地转出以城乡建设

用地为主,2009—2012年时段转换质量等别为11等;

2012—2015年时段平均质量等别为10等;2015—2018
年时段平均质量等别为10等,同时新增旱地转入为未

利用地、草地、水域、林地,旱地质量等级转换由单一城

乡建设用地类型向多元化转变。(2)转入旱地的质量等

级在2009—2012年与2012—2015年时段以林地和城乡

建设用地为主要转化类型主要集中在8—12等地,

2015—2018年时段新增未利用地、草地、水域转旱地,平
均质量等别为10等;(3)转入转出水田皆以城乡建设用

地的转换为主,2012—2015年时段城乡建设用地转为水

田质量等别皆为8—9等;2015—2018年时段新增未利

用地、水域、草地、林地转水田平均等分别为11等、10
等、11等、9等;2009—2012年时段水田转为城乡建设用

地质量等别以8等为主,2012—2015年时段为9等,

2015—2018年时段新增水田转未利用地、草地、水域、
林地平均质量等别皆为9等,水旱地转换趋势一致,

相比之下水田整体转换质量等级更高。
(2)耕地内部转换而言,2015—2018年时段旱

地转换为水田的质量平均等别为10等,其中以9—

10等地转换面积最多;水田转为旱地的质量平均等

别为9等,以8—9等地转换面积最多,由于江津区水

田整体质量等级高于旱地,整体上旱转水时质量等级

下降而水转旱时提升。
(3)空间分布上旱地外部转换在2015—2018年

时段主要分布在慈云镇、贾嗣镇、西湖镇、李市镇,

2012—2015年时段主要分布在龙华镇、先锋镇、支坪

街道办事处、李市镇,2009—2012年时段主要分布在

双福街道办事处,先锋镇、德感街道办事处、柏林镇、
慈云镇;水田外部转换在2015—2018年时段主要分

布在慈云镇、白沙镇、龙华镇、李市镇,2012—2015年

时段主要分布在支坪街道办事处、珞璜镇、白沙镇、双
福街道办事处,2009—2012年时段主要分布在双福

街道办事处、珞璜镇、德感街道办事处;内部转换中旱

地转水田主要分布在李市镇、慈云镇、永兴镇、贾嗣

镇,水田转旱地主要分布在李市镇、广兴镇、永兴镇、
吴滩镇,水旱地间的相互转化在全区皆有分布以中部

江津农业园区范围最为显著。
表2 2009-2018年耕地土地利用类型转换质量等级分布

土地转换

类型

6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7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8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9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0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1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2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水转城 79 14 121 21 109 19 122 22 63 11 46 8 25 4

城转旱 0 0 0 0 1 2 9 14 14 23 7 11 31 50

旱转城 0 0 57 10 54 10 83 15 107 19 121 22 131 24

注:旱转城为旱地转城乡建设用地、旱转草为旱地转草地、旱转水域为旱地转水域、旱转林为旱地转林地、旱转未为旱地转未利用地;城转旱为城

乡建设用地转旱地、草转旱为草地转旱地、水域转旱为水域转旱地、林转旱为林地转旱地、未转旱为未利用地转旱地,水田同理。总分为耕地总体

质量等级在各类型分布情况,类分为旱地各类型中质量等级的分布情况,下表同。

表3 2012-2015年耕地土地利用类型转换质量等级分布

土地转换

类型

6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7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8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9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0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1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2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城转旱 0 0 5 1 86 11 201 26 299 38 181 22 13 2

旱转城 0 0 0 0 15 3 112 26 114 27 159 37 26 7

林转旱 0 0 0 0 7 14 16 32 14 28 12 24 1 2

城转水 0 0 0 0 14 47 16 53 0 0 0 0 0 0

水转城 0 0 26 3 398 42 382 40 131 14 11 1 0 0

3.4 转换耕地的生态特征

基于提取的内外转换耕地图斑,借助Fragstats
和ArcGIS10.2软件计算不同年份景观格局指数构

建耕地转换图斑的生态风险指数,采用克里斯金插值

法得到2009年—2018年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布,通
过自然断点法将生态风险分为5个等级[29-31],即Ⅰ低

生态风险区(ERI≤0.1)、Ⅱ较低生态风险区(0.1<

ERI≤0.2)、Ⅲ中生态风险区(0.2<ERI≤0.3)、Ⅳ较

高生态风险区(0.3<ERI≤0.4)、Ⅴ高生态风险区

(ERI>0.4),识别区域内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揭示土

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(图5)。从时间分布来

看2009年—2018年生态风险均值分别为0.16,0.20,

0.15,整体生态风险指数呈现先上升后降低趋势,高
生态风险区由东北部及南部地区向腹地转移,最后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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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扩散;2009—2012年高生态风险区集中在东北

部及南部柏林镇,2012年—2015年高生态风险区以

龙华镇为中心向四周扩散,2015年—2018年高生态

风险区缩小并聚集在西北部地区。
表4 2015-2018年耕地土地利用类型转换质量等级分布

土地转换

类型

6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7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8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9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0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1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12等

总分/hm2 类分/%
水转城 66 4 513 33 353 23 270 17 160 10 186 13 7 0
城转水 0 0 53 4 229 16 193 13 736 50 151 10 108 7
水转林 34 1 497 17 425 15 576 20 541 18 751 26 106 3
林转水 49 2 48 2 145 5 1157 44 324 12 267 10 663 25

水转水域 18 1 130 8 720 45 441 28 151 10 17 1 107 7
水域转水 30 2 61 4 292 18 443 28 393 25 216 14 144 9
水转草 0 0 4 1 38 13 50 17 144 49 48 17 7 3
草转水 0 0 53 19 37 13 80 29 39 14 15 5 56 20
水转未 4 3 4 3 37 25 39 26 49 34 13 9 1 0
未转水 0 0 0 0 0 0 21 19 54 49 35 32 0 0
水转旱 156 8 585 29 482 24 299 15 445 22 21 2 0 0
旱转城 15 0 283 4 1477 21 2335 33 2674 37 399 5
城转旱 47 2 201 7 299 11 1749 65 190 7 215 8
旱转林 9 0 242 4 826 14 1360 23 2360 41 995 18
林转旱 60 2 67 2 944 28 1000 30 839 25 424 13

旱转水域 5 0 74 5 349 22 556 36 502 32 65 5
水域转旱 0 0 237 17 249 17 403 28 407 28 134 10
旱转草 0 0 4 1 26 6 68 15 220 48 136 30
草转旱 0 0 32 7 106 23 121 27 124 27 69 16
旱转未 0 0 8 3 40 16 60 24 101 40 42 16
未转旱 0 0 42 20 39 18 54 25 49 23 30 14
旱转水 59 1 371 9 679 16 953 23 1097 26 981 25

  从空间分布来看,较低风险区和低风险区分布广

泛。低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南部四面山镇、中山镇、蔡家

镇、双福街道办事处,该区域林地、草地分布广泛,建设

有国家级5A旅游景区,生态保护措施完善,受外界毁损

程度较小;高风险区主要在珞璜镇、柏林镇、龙华镇、双
福街道办事处等区域。耕地、林地、草地较多,但因推动

经济发展,大量耕地、林地转换为城乡建设用地破坏景

观生态稳定性受外界损毁程度较大。总体来说2012—

2015年时段高生态风险区呈现显著聚集性与江津区农

业园区发展密切相关,江津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域位

于龙华镇及慈云镇,在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园区基础设

施建设的规划和建设投入都会对当地生态稳定性造

成一定影响,景观干扰度和损失度提高进而形成高生

态风险区,然而在园区建成后发展规模化的特色产业

及对当地生态进行维护和绿植,使其在2015—2018
年时段出现高及较高生态风险区向周边分散现象。

图5 2009-2018年江津区内外转换耕地图斑生态风险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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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转换耕地的综合特征

将2009—2012年、2012—2015年、2015—2018年3
个阶段内外转换耕地的质量图斑与生态风险图斑进行

叠加分析,得到不同时段转入转出旱地水田数量质量生

态分布情况(图6)。结果显示:(1)旱地转出在2009—

2012年与2012—2015年时段主要分布在低生态风险区

且质量等级以9—11等为主,2015—2018年时段在不同

生态风险区皆有分布且质量等级都以9—11等居多;而
转入旱地的分布情况与旱地转出情况相似。(2)水田转

出在2009—2012年时段主要分布在低和较高生态风险

区且质量等级8—9等为主,2012—2015年时段主要分

布在低和中生态风险区,其中低生态风险区的水田质量

以7—9等为主,分布于中生态风险区水田质量则以

8—9等为主,2015—2018年时段在不同生态风险区

皆有分布且质量等级都以9—11等居多;转入水田仅

存在于2012—2018年时段。2012—2015年时段少

量城乡建设用地转换为水田,主要发生在中生态风险

区质量分布在8—9等,2015—2018年时段在不同生

态风险区皆有分布且质量等级都以9—12等居多。
(3)将耕地内部转换与质量和生态结合可知耕地质

量的变化与所处的生态风险区及耕地的转换类型相

关。因江津区旱地质量等级总体低于水田,在发生转

换的过程中受到转入转出土地类型的影响,旱地质量

等级普遍较低且以中等地为主,水田则以中高等地为

主。城乡建设用地转为耕地的过程在人类活动调节

下从无序向有序稳健发展,使生态系统内部稳定性提

高,大多出现在低及较低生态风险区且质量等级也以

中高等级为主,而未利用地、水域、草地等与耕地间的

转化使耕地质量等级普遍处于11—12等的中等地,
体现出耕地质量等级的提升除了保护原始生态,维持

土壤特性外人为活动的耕作和施肥也有着重要作用。

4 讨 论

耕地是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根本保障,是农业发

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和命脉,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

稳定的基石,也是生态建设的空间要素之一。三峡库

区地块破碎、耕地分散,其大部分耕地为坡耕地,资源

禀赋较差,因此人地矛盾十分突出。如何落实“三位

一体”耕地保护与现代化农业发展相结合对三峡库区

农业产业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通过研究发现,数量特征上江津区耕地外部转型

以城乡建设用地为主,并随着时间推移转移类型多样

化,同时存在耕地内部间相互转换现象,这与罗晓虹

等[32]得出2005—2015年水田主要转向建设用地,且
转出面积大于转入面积,水田的总面积持续减少的研

究结果相似。质量特征上本文基于提取的耕地内外

转换图斑,立足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成果,剖析耕地内

外部转换过程中耕地质量等级发生的变化,发现外部

转换中旱地转入转出的质量等级总体低于水田转入

转出的质量等级,内部转换中旱地转为水田质量等级

以9—11等级为主,集中在江津区中部地区。水田转

为旱地质量等级以8—10等地为主,集中在江津区中

西部地区。龚竹娟[33]在对三峡库区万州区耕地质量

研究中发现耕地质量与土壤类型、地貌类型、植被因

素及经济因素之间有密切联系。而水田大多位于地

势低平地区,蓄水能力强。其土壤质地、剖面结构使

得水田整体质量等级更高,同时也促使大量旱改水措

施出现。生态特征上借鉴现有研究通过景观格局指

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。景观格局指数能反映景

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和异质性,也是研究景观功能和

动态的基础。景观格局及其变化本身也是自然的和

人为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定区域生态环

境体系的综合反映。贾艳艳等[34]将生态系统服务价

值评估和景观生态风险评估的有机结合得出皖南山

区和大别山区域是高价值—低风险区的主要集聚区,
以林地、草地景观为主,高生态风险区域代表着未来

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可能呈现减小态势。本

文通过对江津区耕地生态风险评价可知,江津区西北

部为生态高风险聚集区,南部和北部为低生态风险聚

集区,高风险区域的主要转化类型是城乡建设用地与

耕地之间的转化,耕地质量相对较高。说明城镇化建

设的推进使大量林地、草地、耕地转为城乡建设用地,
这导致景观结构单一,并使高生态风险区逐步扩大。
近几年江津区实行地方旱改水及水改旱的土地政策

使得部分高质量水田和旱地进行改土后,在人为干扰

下导致耕地的易损程度加剧,从而导致生态稳定性降

低、生态风险等级提高,这也侧面印证了高生态风险

区中存在大量高质量耕地。此外本文将耕地的生态条

件与耕地质量进行联合考虑对不同生态风险等级下的

耕地质量变化,立足于三位一体保护,多方面寻找耕地

变化的原因,多角度探究耕地保护的方向。但由于数据

获取困难,在生态指标的选择上仅讨论了景观格局指数

的选取,未考虑耕地周边环境因素,加之受到篇幅限制,
未能深入探讨耕地内外转换变化的驱动机制,在未来的

工作中会完善因子选取,进一步剖析三峡库区水田旱地

发展未来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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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 2009-2018年质量联合生态旱地水田转入转出面积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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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针对三峡库区生态位的特殊性,通过厘清耕地与

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型轨迹、质量转变特征、生态风

险演变特征,将数量、质量、生态三者相结合,从“三位

一体”视角下提出差别化保护的参考建议:(1)首先,
政府应加强对水田的管控,做到减少建设用地对耕地

的占用并且避免大量水改旱现象的出现,稳定一定数

量的水田面积。其次,维持水田蓄水性强的优势,同
时因地制宜做好排涝工作,加强农民地力保护意识宣

传工作,应在严格水田数量保持的同时,保护好优质

耕地,防止优质耕地退化或被占用。最后,对于耕地

质量等级相对较低的区域,应实施土壤改良和地力培

肥,实施测土配方施肥、化肥农药减施增效、秸秆综合

利用和畜禽粪污循环利用、土壤污染防控等措施,强
化耕地的质量保护。(2)针对旱地保护时,不能为了

追求高质量水田而盲目进行旱改水工作,应根据旱地

耐旱能力强且多处在坡度较大的丘陵地形区的特点

种植适宜的农作物,同时政府应加强招商引资及主体

耕作意识避免大量旱地撂荒情况出现。(3)针对旱

地水田的转换,政府应根据江津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

发展及气候条件状况因地制宜对旱地和水田实行差

异化保护和利用而不盲目改造,充分考虑旱地和水田

的灌排条件、土体结构、土壤质地等差异性和旱改水

条件的适应性,将破碎分散的田块改造成集中的规模

化水田,从而促进主体耕作的积极性,缓解耕地占补

平衡的难题。(4)实施耕地多功能管理,重视城乡居

民、区域发展对乡村景观、生态调节等非生产功能需

求,建立耕地多功能价值显化机制提起农民参与耕地

保护的动力,将耕地保护与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修

复,市场调控等进行联动。

5 结 论

(1)2009—2018年江津区耕地外部转换以城乡

建设用地与耕地间的互转为主;空间分布上,旱地与

其他类型转换由南北两端向中东部转移,水田则由北

部向中部转移。时间上,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间的转

换逐年增加。数量上,水转旱对转入旱地的贡献率占

38.95%,旱转水对转入水田的贡献率为37.65%。
(2)发生外部转换的耕地质量总体偏高。转入

旱地以林地和城乡建设用地为主,质量等级主要集中

在8—12等,转出旱地以城乡建设用地为主,质量等级

集中在10—11等。转入转出水田皆以城乡建设用地为

主,质量等级以8—9等为主。相比于旱地高质量转出

低质量转入的情况,水田转入转出的土地质量相当,可

以体现出当地对水田的保护意识要强于旱地。
(3)耕地内部转换中,旱地转为水田的质量等别以

9—10等为主;水田转为旱地的质量等别以8—9等为

主。2015年起耕地间的内部转换在全区皆有分布。
(4)转换耕地主要分布在低生态风险区和较高

生态风险区。旱地转入转出主要分布在低生态风险

区,且质量等级以9—11等为主。水田转出分布在低

生态风险区,质量等级以8—9等为主;水田转入仅存

在于2012—2018年时段,分布在较高生态风险区,质
量等级以9—12等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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